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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海道大学松浦正孝教授召集的“围绕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中国与南洋——帝国、身份认同、网络”的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9月2日至4
日，在日本扎幌召开。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英国的20余位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20篇，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为中心，涉及
当时的日本、中国、英国、南洋（东南亚）等之间的国际关系、超越国家之上的人的网络及意识形态、国家和个人的身份认同及其间的冲突等方
面。 

关于本次会议召集的主旨，松浦教授从现实与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东亚因经济关系而变得更加密切的同时，因日本“入常”
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引发了日韩关系的恶化和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国内对此论调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
“东亚共同体”论，另一种论调为主张“新脱亚论”。这一情形与福泽谕吉于1881年在《时事小言》里所提出应与东亚各国共同合作来防卫西洋
势力，与1885年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等的情形非常相似。此时与彼时的日本均站在历史的分歧点上。本次学术讨论会所讨论的1930、40年
代的东亚情势与当下的东亚情势，是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帝国及国民国家问题、网络问题，且也是在此居住的每一个居民个人的自我认同问题，具
有很强的共通性与连续性。松浦接着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四大帝国的重层化”问题，指出，游荡在东亚上空的“历史认识问题”实质上是与在
相当长时期内控制亚洲的“中华帝国秩序”、“大英帝国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和“美帝国秩序”——四大帝国秩序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之所以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心，反映了以松浦正孝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对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帝国秩序（大东亚共
荣圈）形成的认知。松浦指出，1930-40年代日本帝国的秩序意识（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中华帝国秩序和大英帝国秩序这两个秩序的
混合体，且是要对抗这两个秩序而产生的。使日本帝国秩序方向性发生巨变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满洲事变。高桥财政政策下的黄金出口禁令
所造成的日元贬值，使日本的轻工产品急进地向世界各地出口，而满洲事变使日本丧失了中国市场，日本制品转而向印度、东南亚等英国的亚洲
殖民地出口。对此英国政府和大英帝国殖民地政府采取了进口限制政策，这造成了日英间的贸易大摩擦，引起了以纺织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
义。另外满洲事变造成了日本的孤立，日本不得不退出联合国，这又唤醒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为了消除人种歧视法案所遭受的
挫折，及因为美国移民限制法中所受到的人种歧视的记忆，使得再度高举亚洲联盟论等泛亚主义旗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933年3月以松
井石根为中心成立的大亚细亚协会。以此为转折点，日本由长期以来北进论和南进论的并立状态因而转向南进论。同时，日本由以朝鲜殖民地建
设、满洲国建设的“大陆的帝国”建设转向，以殖民地台湾为据点，以华侨控制的“海洋亚洲”为支配圈，以及支持大英帝国的亚洲据点印度独
立的“海洋帝国”的建设。[i]因此，台湾在日本南进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实不容忽视。松浦指出，殖民地台湾与台湾籍民是大日本帝国主义
在军事上、经济上对抗再生的中华帝国秩序及大英帝国秩序之关键。[ii] 

日据时期的台湾史方面的论文，涉及日本的对台统治系统、193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殖民地台湾的“反英运动”、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
日治时期台湾与海南岛关系、台湾与满洲国间的贸易等方面。 

冈本真希子（早稻田大学）以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为中心，分析了殖民地时期日本的台湾统治系统。指出，1930年代初为止，常见的日本—
台湾间高级官员循环模式，在武官总督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台的“土生”（文官高等考试合格后即赴台就任的日本人）官员的升迁、退
休高官的滞留台湾，和新占领区的转任等形式，减少了来自日本的“移入”官员，增强了“独立性”。 

驹入武（京都大学）试图通过还原1935年4月发生的荷兰籍船只珠诺号船长的待遇问题，解读关于殖民地台湾的“反英运动”，探讨作为日
本殖民地的台湾到底在日本的反英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曹大臣（南京大学）通过对1937年至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外事政策的研究，指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为因应战时需要，其
外事政策相应发生变化，一面限制台人与大陆之间的往来，一面设法与汪精卫政权协力，“经略对岸”。1941年“大东亚战争”爆发后，为协助
日军顺利南进，总督府采用各种手段打压南洋华侨势力，并对南洋诸国进行政治经济统制，以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作者得出结论认为，19
37至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受日本政府外事政策、总督府治台政策以及战争等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性格。在“战时无
外交”论调的支配下，一切均以军部为主导，日本外务省机构出现萎缩。总督府的外事政策，自然深受战事影响，但因台湾的特殊环境，其外事
活动仍有很大空间。 

何义麟（台北教育大学）根据日据时期台湾知识精英林献堂的日记，通过对1933年12月台中出现的“东亚共荣协会”的活动的研究，考察19
3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出，这一团体并非如过去所认为的是右翼运动之组织，它是被右翼团体所激发出来的特殊团体，是殖民统治
者为化解抗日民族运动阵营抗争而创设的缓冲装置。共荣协会是由台日双方有力者所组成，双方主要干部对“内台融和”与“日华亲善”理念都
保持一定的想象。但是，1936年后在军部强势干涉之下，台湾人被迫展现“忠君爱国”之言行，“内台融合”与“日华亲善”之理念彻底幻灭，
共荣协会也正式瓦解。从共荣会的兴衰显示，殖民统治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跨越的界限，唯有被殖民者获得全面的解
放才有可能打破这个界限。 

钟淑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透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产生的“台湾经验”，如何应用于海南岛“军政”的分析，来探讨日本殖民统治的特
质。指出，台湾总督府虽然在异民族统治（包括教化、保甲及警察制度）、热带医学、热带产业及调查研究等方面积极输出其统治经验。然而，
台湾作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地位，以及“重层”的结构从未改变。 

林满红（中研院近史所）过分析1932年满洲国成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日本势力范围底下的满洲国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之间的贸
易关系，及与当时台湾对华南贸易的比较，指出，台湾对满洲多为直接贸易，对华南多为转口贸易；台湾对华南的贸易走私较对满洲国贸易显
著。 

日据时期台湾的外部环境，包括与台湾关系密切的华南、香港、日本和英国等方面的情形，是本次会议研讨的另一个重心。其中涉及中国方



面的论文4篇，日本2篇，英国和香港各1篇。 

陈红民（南京大学）将1932年至1936年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西南政权与广东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概括为“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他们
的政治取向基本相同，是利益上有相互依赖关系的联合体。另一方面，他们在如何进行“反蒋”问题上存有分歧。其矛盾的实质是，“中央型政
治人物”与“地方实力派”因政治抱负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决。 

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
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指出，西南与中央关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为西南“中央”与南京中央间，即以胡
汉民为首的西南元老派与以蒋汪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之间。二者在“制的问题”上之争论实为军权与党权之争的继续。“人的问题”上的矛盾核心
为汪精卫的去留。西南虽由坚持“蒋汪下野”，转为单独“劾汪”。然蒋在“最后关头”到来之前，因需汪在政治上替他分谤，因此虽在一定程
度上默许手下的反汪派别运动排汪，借以迎胡，但绝不会轻易打破汪蒋合作的政治格局。“人的问题”，因汪的偶然遇刺，方告解决。西南与中
央之间的另一关键矛盾为“中央”与“地方”之争，其实质为割据问题，是中国政治自古便有的“痼疾”。解决逻辑则为“成王败寇”，你死我
活。然因日本入侵，外力因素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传统逻辑提供转变的契机。由于“独立民意力量”的出现，当时的社会产生一种
希望矛盾的双方能够通过建立制度性结构来理性解决冲突的社会心理期望。然而，现实政治的演进并未如社会心理所预期。政争中的双方依然推
崇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处于强势的一方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力图通过金钱与名器的诱惑来分化和瓦解反对的一方。政府的“泯争方法”
不仅为舆论所诟病，也令“体制内”人士忧心忡忡。由是观之，无论政争结果如何，西南与中央均非赢家。 

苏维初（香港城市大学）通过汪精卫与大亚细亚主义的研究，指出，强调中日合作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中一个常常提及的话
题。但当孙中山1924年在神户发表大亚细亚主义演讲时，汪精卫并不赞同这一主张。从1920年代到1938年和平运动发轫为止，大亚细亚主义在他
的政治思想中很难寻觅到踪影。当他决定与日本合作后，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才复活。因此，汪精卫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完全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
物，并没有深入汪的政治理念中。东亚联盟运动，是汪精卫贯彻其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活动。汪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独立和文化交
流。但这一运动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培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探讨了1920年至19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对香港华商统战工作的背景、过程和成效，指出，由于香港是一个
经济和商业发达的社会，情况和内地不同，没有可以让中共容易培植势力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因此中共要插足香港社会，不得不从早期的海员和
后期的商人开始。中共对华商的统战手段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包括组织各种类型座谈会、聚餐会、联谊会、俱乐部、运动小组等，联络与香港
华商的感情；同时创办了《华商报》、《经济导报》和派人渗透到其他报纸，从事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注意对香港华商团体的统战工作。香港
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共华南交通路线的枢纽和国内革命的后勤基地。 

松浦正孝（北海道大学）以日本方面推进泛亚主义的大本营大亚细亚协会为中心，说明日本是如何利用泛亚主义作为战争和外交的手段，在
此基础上以蒋介石政权内日本情报分析的第一人王芃生为中心来梳理中国方面的对策。作者认为，日中战争的扩大并使之与“大东亚战争”相衔
接的是以松井石根和头山满为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颇为流行的泛亚主义。泛亚主义举起反英主义的大旗，高喊“亚洲属于亚洲人”的
口号，以联省自治为基础将中国分而治之是其目标，日本则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盟主，这就是泛亚主义所规划的亚洲秩序。与此相对，王芃生则通
过印度与英国相互提携、突出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与泛亚主义之间的矛盾、主张以中华意识为基础复兴“强大中国”、其目标是以中国为中心
的亚洲秩序的重整。这样，台湾、南洋、华南和华侨无论对哪一方，其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视的。 

西泽泰彦（名古屋大学）通过对日本在东亚地区殖民地和占领区的物资、人力和信息的流动考察，分析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指出，在东亚的
日本占领区中，不仅在日本国内和个别占领区之间存在着物资、人力和信息的流动，占领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不可忽视。台湾是物资、人力和信
息流动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它与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的联系一直存在而未被切断，因此它超越了“日本帝国”的版图，为物资、人力和信息
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性。 

英国学者安东尼·贝斯特（Antony Best）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日本与华南关系的研究，认为，1930年代英日在华利益的冲突
不应当被视为势力范围方面的竞争，而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观念的根本对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华政策已发生转变，由扩张势力范围，
转向门户开放。然而当时许多保守的日本人支持扩张势力范围，并确信这一主张将为英国人所接受。因为他们确信英国人与自己同样具有扩张帝
国势力的倾向。然而，这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看法。虽然扩张势力范围的主张在那些关心中国事务的英国精英中有一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对白
厅政策的制定没有影响。日本学界与思想界均低估了英国对华态度，更广泛地说是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转变的程度。 

南进过程中的南洋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又一焦点。刘宏（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对二十世纪东亚区域秩序的研究，认为东亚与东南亚华人社会
与商业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背景，并在新的区域格局下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些网络是在与国家和市场的频密
互动中发挥作用，并在这一进程中调试自身的机制和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东亚区域秩序，并非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是一种跨越政治疆界和
种族界限的，以海洋亚洲和内陆地区相关联的有机构。作者希望透过解构和重估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的历史性、空间化、制度性和局限性，能够
有助于从历史的和空间的视野重新审视当前学术界关于网络、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辩论，并推动区域研究、族权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有机的整合。 

李盈慧（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通过考察战时汪政权、重庆国民党在泰国侨社的争夺战，指出，由于泰国民主主义的勃兴，排斥华侨的亲近中
国，加以日本对泰国逐渐加强控制，使得国民党势力消退，汪集团得以藉机渗透桥社；华商在泰国和日本的双重威迫下，以及自身商业利益的考
虑，遂转而拥护汪政权。国民党的对策则是致力于与同盟国的合作及拉拢泰国的反日势力，希望华侨配合盟军作战，忽略侨务党务工作。双方都
未能以华侨的处境为主要的决策重心，结果最后得力的可能是中国共产党。 

河原林直人（龙谷大学）通过南洋经济垦谈会的考察，分析了南洋协会和南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南进”概念提出新解，指出，前人
的研究多强调南进的国家意志这一侧面，但这不只过是对南进相关问题的抽象理解。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关注战时政府和各官厅在经济管制体制
推进方面的政策变化，未及关注这一系列管制政策所涉及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反应。对这种背景下南洋日本人必须采取的对策方面的研究几乎可说
是空白。南洋协会是台湾总督府、南洋日本人、外务省、内地企业家等各方在南进这一共同旗帜下形成的组织。作者透过1939年南洋协会主办的
南洋经济恳谈会的召开，揭示了南洋日本人与政府南进各部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1 松浦正孝： 战前战后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四个“帝国”在东亚的重层化。 
2 松浦正孝： 泛亚细亚主义之台湾要因——两岸关系与日本、英国与中国间抗争的政治经济史背景，《北大法学论集》第55卷第3号（2004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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